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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扶养的理论构造及规范展开

夏江皓 *

内容提要 亲属之间的扶养义务源于身份伦理，个人在身份关系中的位置

决定了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内容，故应根据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构建具有中

国特色的扶养体系。在当代中国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中，距离个人中心最

近的是夫妻关系，其次是亲子关系，二者纵横交错构成一个人最核心的亲属身

份关系，再次是（外）祖父母和（外）孙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对亲属扶

养的条件、顺位和法律效果，均应以扶养的基础理论为指引，进行相关法律规范

的解释与适用。扶养义务的履行与夫妻债务、离婚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及

离婚协议等夫妻财产关系规范之间的关联也应基于扶养理论进行阐释。为了

鼓励亲属扶养，《民法典》规定了扶养的奖惩机制。对亲属扶养的探究需要秉

持系统融贯的思维，将其置于整个《民法典》的体系脉络中，彰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有益影响。

关键词 亲属扶养 身份伦理 民法典体系 夫妻财产关系 婚姻家庭编

*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当代法治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婚

姻家庭财产关系疑难问题的理论阐释与规则适用”（项目批准号：24FFXB05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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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精神基因，作为一种动态传承的力

量，它不仅塑造着民族的集体认知，也影响着当下的社会实践。“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

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

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1) 以民众习惯和伦理色彩为显著特征的家文化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表达和核心内容，为我国的婚姻家庭法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使婚姻家庭法能够更好地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在与西方法学思想和法律概念的

交融碰撞中得以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向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方案。

亲属扶养作为婚姻家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能彰显中华民族传统家文化的法律

领域之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了夫妻、父母子女、（外）祖父母和（外）孙子女

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义务(2)，并在若干其他规范中体现了扶养因素，由此形成较为零

散粗疏的亲属扶养立法现状。尽管司法实践中由扶养引发的纠纷比比皆是，(3) 但与备受

瞩目的婚姻家庭财产法相比，学界对亲属扶养的研究向来冷清。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

绝大部分都聚焦于单个法律制度（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4) 成年子女对父母

的赡养义务 (5) 等），从整体层面对亲属扶养进行体系化、专门化的研究几乎付之阙如。

在此背景下，在亲属扶养领域遗留了诸多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首要之义在于，亲

属扶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厘清能为亲属扶养的规范展开打下扎实的根基。

在其指引下，有三个具体问题：其一，亲属扶养的条件、顺位和法律效果为何？其二，亲属

扶养义务的履行与夫妻财产关系规范应当怎样进行协调？其三，应如何阐释《民法典》

的相关规范，以更好实现对扶养因素的“奖励”与“惩罚”？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管

中窥豹，而需整体性地廓清《民法典》建构的亲属扶养体系，如此才能准确处理各种相

关规范的具体适用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阐明我国法上亲属扶

养的理论基础，并以此为指引对以上问题进行逐一剖析，以期揭示并厘清我国亲属扶养

的立法意旨、规范适用及规范之间的互动关联。这一解释论研究固然主要是为更好地服

务于实践，但亦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本土学术资源的一次抛砖引玉的尝试。

(1)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 1 条。

(2) 本文所述“扶养”系指包含长辈对晚辈的抚养、晚辈对长辈的赡养以及平辈之间扶养在内的广义扶养；虽然扶养包括

经济供养和身心扶助，但因后者具有人身属性无法强制履行，法律对其主要发挥倡导功能，故本文的讨论主要围绕扶

养费给付的经济供养展开；此外，本文所述“扶养义务”系指法定扶养义务，约定抚养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3) 在“北大法宝”案例检索平台进行初步检索，截至 2025 年 6 月 1 日，民事案由为“抚养纠纷”“赡养纠纷”“扶养纠纷”、

文书类型为“判决书”的案件共计 238187 个，其中 2020 年 17537 个，2021 年 15594 个。

(4) 参见夏吟兰：《民法典未成年人监护立法体例辩思》，载《法学家》2018 年第 4 期；徐国栋：《扶养费请求权不受诉讼

时效限制的三个理论误区及其矫正》，载《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10 期。

(5) 参见范李瑛、付斌：《子女赡养父母的几个法律问题》，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蒋悟真：

《精神赡养权法治保障的困境及其出路》，载《现代法学》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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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亲属扶养的理论基础

对亲属扶养制度的体系性研究应先探明其理论基础，这不仅能够为分散于《民法典》

各处的扶养规范提供统一的解释起点，也可明确各项具体规范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取向。

（一）亲属扶养义务产生于身份伦理

传统中国从家庭关系出发，以伦理组织社会。人一生下来便与他人产生关系，并且

人的一生都生活在这种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此种种关系，即种种伦理。伦理因情而有义，

伦理关系既是情谊关系，也是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6) 每个人都要对四面八方具有特

定关系的人负责，四面八方的人也要对他负责，彼此皆有根据亲疏薄厚而应尽的情谊和

义务，如此形成相互的责任，生活上就有了无形的保障。(7) 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

为内容的“五伦”是儒家确立的角色系统，这一角色系统即建立在特定的“身份取向”

原则之上，每个人的行为是依身份来决定的，特定的身份就有特定的行为。(8) 伦理发端于

家庭，亦首重家庭。个人在亲属身份关系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必须履行的义务内容，换言

之，亲属之间的扶养义务就源自亲属身份伦理。具体来说，在传统社会中，仁是最圆满的

美德，而仁的根基在家庭关系之中。所谓“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

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

（《礼记·哀公问》），在儒家看来，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个体，而在原初和真切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亲属关系之中，亲人之间的相互亲爱和孝悌是仁的根本。(9) 家庭中每位成员的行

为举止都受到伦理的规制，一个人生命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要承担起亲属身份角色所赋

予的伦理责任，供养和扶助自己的亲属，孝顺长辈、抚养晚辈、扶助同辈，如此方能“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20 世纪中叶以来，一方面，伴随着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经济理性和个人主义渗

透到家庭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传统的家庭文化和伦理逐渐被

忽视。(10) 西方法域的婚姻家庭法从旨在维护婚姻家庭制度逐渐转向承认并强调个人自决

和个人独立；(11) 而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建构也受到了上述趋势的影响。然而，婚姻家庭法是

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历史风貌和民族精神的领域，在学习与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更要立

足本土传统文化，探索符合中国人情感逻辑和生活智慧的法律秩序。我国婚姻家庭法强

调关爱与责任，强调保护婚姻家庭与维护亲属人伦秩序，质言之，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6)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8-79 页。

(7) 参见梁漱溟：《透出人心：中西文化散论》，干春松编，商务印书馆 2023 年版，第 81-82 页。

(8) 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卷 1》，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31 页。

(9) 参见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39、253-254 页。

(10) 参见方乐：《法律实践如何面对“家庭”？》，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 年第 4 期，第 51-52 页。

(11) See John Eekelaar, Family Law and Legal Theory, in Elizabeth Brake & Lucinda Ferguson ed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hildren’s and Family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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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美德、维护婚姻家庭的伦理属性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婚姻家庭法的价值选择。(12) 就

亲属扶养而言，与传统中国相比，当代中国家庭的规模已大为缩小，但源自亲属身份伦理

的互助传统依然得以保持。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不应随着社会的变

迁而消失或变质。“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

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13)“亲属的身份关系，

是法律以前关系，乃是人伦秩序，惟因外在必要，而被法律秩序化以后，则变为亲属的身

份法关系，但其有人伦秩序本质，并不因而有所改变。”(14) 源自传统身份伦理的亲属扶养

义务在当代婚姻家庭法中仍然历久弥新，身份伦理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的扶养

义务提供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基础。要言之，摒弃了身份权力不平等和宗法意蕴后的

身份伦理是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15)借此，亲属之间的相互扶养具有了强大的

内生力量。《民法典》第 1067、1074 条规定的子女对父母、（外）孙子女对（外）祖父

母的赡养，父母对子女、（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抚养；第 1059、1075 条规定的

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充分彰显了孝、慈、义、悌的身份伦理价值。尽管表现不

同，但其均根植于亲属身份伦理，并在法律规范中具体展现出来。

当下，以身份伦理为基础的亲属扶养义务还蕴含着超越传统的当代意义，其立法意

旨还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转型期的社会速变带来了众多不确定的生活风险，社会

救助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16) 亲属扶养不仅在亲属个人之间进行再分配，在其彼此之

间实现实质平等；同时还在国家义务与公民个人义务之间进行再分配。具言之，就为公

民提供生存保障而言，亲属的义务优先于国家义务 (17)，从而实现家庭的保障职能，纾解国

家的福利负担。(18) 同时，亲属扶养也承载着关爱和保护扶养权利人的制度功能，体现了

《民法典》第 1041 条第 3 款规定的保护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权益的基本原则

与文明理念。第二，扶养义务的赋予和履行有助于将扶养义务人培养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使其不仅在合法获取扶养费的过程中领悟劳动和理性的力量，也使其在履行扶养义务的

(12) 参见夏吟兰：《婚姻家庭编的创新和发展》，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71-73 页。

(13)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2016 年 12 月 12 日），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 页。

(14) 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亲属新论》（第 16 版），三民书局 2022 年版，第 12 页。

(15) 参见金眉：《婚姻家庭立法的同一性原理——以婚姻家庭理念、形态与财产法律结构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7 年

第 4 期，第 54 页。

(16) 参见徐安琪、张亮：《转型期家庭压力特征和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114 页。

(17) 根据《宪法》第 45 条第 1 款，国家负有为公民提供物质帮助、保障公民生存权的义务。《社会救助法》第 3 条第 2 款

将“兜底线”作为社会救助法的基本原则；第 16 条第 1 款规定，“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

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困人员”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

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31 条第 2 款规定，“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

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供养或

者救助”。可见，亲属之间的扶养先于国家进行的保障和救助。

(18) 参见谢鸿飞：《〈民法典〉中的“国家”》，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 5 期，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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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塑造更整全的人格，(19) 从而实现家庭的教育职能。履行亲属身份所赋予的义务，一

方面是个人自我道德的修养和生命价值的实现，由爱亲人到爱众人，最终推己及人、由私

域推向公域；另一方面也是实现代际接力、家族延续的客观要求。

进一步而言，这种亲属之间的相互扶养并非简单的对等交换或者说一对一的互惠回

报，而是身份伦理使然。“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经·圣治章第九》），质言之，对亲属的

扶养是由亲属身份天然决定的，具有自然属性，而非出于功利考量，为了将来有一天也能

够获得来自被扶养人同样的扶养。第一，互惠回报背后蕴含的较强交互性和功利性与我

国婚姻家庭法维护婚姻家庭关系伦理性和利他性的价值追求相悖。第二，亲属之间的诸

多扶养看似是对等的，实质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很难说二者能够真正形成一对一的对等交

换。以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为例，两种关系及其伴随的义务存在自愿

性与非自愿性的区别，通常，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建立上，父母是自愿的，而子女是非自愿

的，因为子女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在接受父母的抚养时也无法清楚地知悉并同意自己将

来的义务。(20) 第三，互惠回报涉及复杂的权衡计算，在适用上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例

如，一般而言，父母抚养子女的时间是相对确定的，而子女赡养父母的时间则难以确定，

依互惠回报逻辑，子女能否以对父母的赡养年限已超过父母对自己的抚养年限为由拒绝

继续履行赡养义务？再如，在对孙子的抚养上，相较于祖父，祖母抚养明显更多，那么依

互惠回报逻辑，祖父 / 母可否依各自履行的抚养义务主张与之相同的赡养“回报”？(21)

（二）身份伦理决定了亲属扶养体系构建应依照差序格局

“因己而有伦，因伦而见理，伦别而理异”(22)，伦理重在分别，因人而异。人和人彼此往

来构成的网络形成的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形成的同心圆波纹，一圈圈

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影响所推出去同心圆波纹的中心，根

据婚姻和生育产生的亲属关系是同心圆波纹中与中心最近的关系，而在亲属关系内部亦

存在远近亲疏的差异。(23) 身份伦理决定了亲属扶养体系的构建应依此差序格局进行。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显著特征是家庭的核心化和小型化。自 2000 年以来，我国一

代户的比例持续上升，二代户和三代户的比例则持续下降，(24)成年后与兄弟姐妹同住的联

合家庭比例较低。(25)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员主要为夫妻二人或单

身者的一代户已成为我国城乡地区占比最大的家庭类型（占比 49.5%），成员主要为夫妻

(19) 参见谢鸿飞：《私法中的分配层次》，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9 期，第 188 页。

(20) See Fusako Seki,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amily in Taking Care of the Frail Elderly: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David N. Weisstub, David C. Thomasma, Serge Gauthier & George F. Tomossy eds., Aging: 
Caring for Our Elder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97.

(21) See Sarah Clark Miller, Filial Obligation, Kant’s Duty of Beneficence, and Need, in James M. Humber & Robert F. Almeder 
eds., Care for the Aged, Humana Press, 2003, p.172-174.

(22) 周飞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载《学海》2019 年第 2 期，第 12 页。

(23)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27-29 页。

(24) 参见王跃生：《当代家庭户代际结构地区比较分析——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载《社会科学研究》2024 年

第 4 期，第 107 页。

(25) 参见张丽萍、王广州：《中国家庭结构变化及存在问题研究》，载《社会发展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2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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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成年子女或夫妻和已婚成年子女及媳婿的二代户（占比 36.7%）以及成员主要为夫

妻和已婚成年子女、媳婿及孙子女的三代户（占比 13.3%）分别次之。(26) 可见，相较于传

统中国以多代际、多同胞同住为主的大家庭结构，当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以夫妻关

系为横轴、以亲子关系为纵轴的双轴结构，(27)（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在亲

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中处于相对较远圈层的位置。《民法典》第 1045 条第 3 款规定，

配偶、父母和子女当然地为家庭成员，而（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只有具

备“共同生活”这一条件才能被界定为家庭成员。并且，（外）祖父母、（外）孙子女

和兄弟姐妹分别作为直系的三代血亲和旁系的二代血亲，应并列为同一圈层——《民法

典》第 1127 条第 1 款也将（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并列为第二顺位法定继承人。

就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而言，一方面，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夫妻单独居住的比例

呈大幅上升趋势，(28) 相应地，夫妻关系取代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轴。(29) 对已婚的

成年人来说，“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的传统亲子观念逐渐消失，与传统社会重视血亲关

系多于夫妻关系不同，现代社会更重视夫妻感情，夫妻关系是亲属身份关系中最为密切

的关系，家庭结构中一代户的比例远高于二代户也可说明这一点。社会学的研究表明，

在我国当下的认知习惯中，相较于父母，配偶更多地被认为是关系最近的家庭成员。(30) 在

一项全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在被问及对父母、配偶和子女三种亲属关系重要性的态度时，

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与配偶的关系。(31) 并且，随着当代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增

加，子女到外地求学和就业的机会显著增加，婚后与父母异地居住的情况也随之增多，进

一步促使了夫妻关系的紧密与一代户比例的提高。另一方面，父母和已婚的成年子女仍

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亲子关系是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中仅次于夫妻关系的

圈层。即使分开居住，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经济支持、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也都较为

频繁，(32)特别是随着现代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发展，父母子女之间代际凝聚力维系的便利性

也被大大提高。不宁唯是，在当代父母子女之间，并非一对一互惠回报的关系模式体现

得更加明显。父母的付出和子女的反哺在数量和范围上完全不对等，父母对子女的付出

一般包括子女未成年时的抚养（抚养费涵盖医疗费、教育费和生活费等），子女结婚时准

备彩礼或嫁妆，为子女买车、买房，帮助子女照顾下一代等；而子女对父母的反哺一般只

有父母老年时的赡养（且赡养费中一般没有教育费、婚嫁费用等）。(33) 从整体上看，两代

(26) 参见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上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年

版，第 407 页。

(27) 参见冉克平：《家庭双轴结构中的财产分配体系》，载《法学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119-121 页。

(28) 参见杨菊华：《生育政策与中国家庭的变迁》，载《开放时代》2017 年第 3 期，第 17-18 页。

(29) 参见马春华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载《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90 页。

(30) 参见张春泥、孙妍：《谁是家里人？——对中国家庭成员界定的调查实验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25 年第 1 期，第

40 页。

(31) 参见徐安琪等：《转型期的中国家庭价值观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

(32) 参见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26 页。

(33) 参见石金群：《独立与依赖：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7-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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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内均衡的“反哺模式”无法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多代人的代际关系“接力模式”。(34)

综上，在当代中国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中，同心圆波纹中与中心最近的关系是

夫妻关系，其次是亲子关系，二者交错，共同构成一个人最核心的亲属身份关系（当然，

对未成年人而言，与中心最近的是亲子关系），再次才是（外）祖父母和（外）孙子女关

系、兄弟姐妹关系。源自亲属身份伦理的扶养体系应当以之为基础，根据差序格局中的

远近亲疏关系进行相应的规范建构，通过此种身份伦理所天然赋予的权利义务，经由亲

属互助，实现个人对生活风险的有效抵御。

三、亲属扶养的条件、顺位与法律效果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亲属扶养没有进行集中规定，而是分散于夫妻关系、父母

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的规定之中，体系化思维的缺乏导致关于不同类型扶养的条

件、顺位与法律效果的规范存在诸多漏洞和龃龉。因此，有必要在扶养基础理论的指引

下，明晰相关规范的合理解释和适用。

（一）亲属扶养的条件

《民法典》针对不同扶养类型中扶养权利人请求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的条件规定可

谓五花八门：在夫妻扶养关系中为“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民

法典》第 1059 条）；在父母抚养子女的关系中为“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

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民法典》第 1067 条第 1 款）；在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

关系中为“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民法典》

第 1067 条第 2 款）；在（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扶养关系中为“有负担能力的（外）

祖父母或（外）孙子女，对于父母或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无力扶养的（外）孙子女或（外）

祖父母”（《民法典》第 1074 条）；在兄弟姐妹扶养关系中为“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

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民法典》第 1075 条）。事实上，以上

零乱的不同表述很大程度上是扶养法缺乏体系性考量所致。根据亲属扶养的立法意旨

可知，扶养权利人请求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的请求权之成立要件一般应为：权利人有扶

养需求、义务人有负担能力、义务人与权利人关系最近。

1. 权利人有扶养需求

权利人有扶养需求是指权利人客观上不能自行维持生计（而非因主观原因“不想”

自行维持生计），即无法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经营或投资、继承或受赠及其他收入来满

足个人有尊严地生存所需的全部合理需求（具体根据权利人的情况进行判断）。(35) 这既

(34) 参见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载《江淮论坛》2011 年第 2 期，第 125 页。

(35) 参见夏江皓：《〈民法典〉第 1067 条第 1 款（子女对父母的抚养费给付请求权）评注》，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65 页。



中国法学 2026 年第 5 期

252

与扶养制度实现家庭保障职能的立法意旨相符，又可排除权利人主观怠工索取的情况，

使这种保障职能不至于过度。需要注意的是，除年幼、疾病等限制情形外，权利人必须通

过自己的劳动或其他收入尽可能地自食其力，这里的劳动是指一切工作机会，不仅限于

其所熟悉的工作，也包括与所学专业无关或与之前社会地位不相符的工作。(36) 对未成年

人而言，由于其处于身心尚未成熟的成长阶段，欠缺完全行为能力，无需自行维持生计，

当然地满足有扶养需求的条件。对成年人而言，无论是请求配偶扶养、父母抚养、子女赡

养，还是请求（外）孙子女赡养、兄弟姐妹扶养，受扶养均以不能自行维持生计为条件。

据此，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1059 条的“需要扶养”、第 1067 条第 1 款的“不能

独立生活”、第 1067 条第 2 款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民法典》第 1075 条

第 2 款的“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都可统一解释为不能自行维持生计；《民法

典》第 1074 条第 2 款对（外）祖父母要求（外）孙子女赡养的规定中没有对（外）祖

父母的扶养需求作出要求，对此也应将其目的性限缩为“不能自行维持生计的（外）祖

父母”。由此，有助于实现《民法典》中各个扶养规范的逻辑一致。以夫妻之间的扶养

为例，有观点认为，夫妻一方请求另一方扶养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身患疾病，无生

活来源；因精神障碍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身患疾病，收入下降等。(37) 类似观

点认为，主要包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身患重大疾病且入不敷出等。(38) 其中，身

患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等虽为需要扶养的常见情形但并非必要条件，究其根本，各观点

所列情形均可概括为“一方不能自行维持生计”（对于采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除无

法通过自己的收入维持生计，还包括无法通过夫妻共同财产的分享维持生计）。再以成

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为例，有观点认为，对“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应作较为宽

松的解释，即使父母有劳动能力、生活并不困难，也可以请求子女赡养；(39) 有观点则认为，

只要父母年老缺乏劳动能力，就可以请求子女赡养，生活是否困难在所不问；(40) 还有观点

认为，对“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应从严把握，缺乏劳动能力但有收入的父母也

不能请求子女赡养(41)。诸多争议的根源在于“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乃逻辑不周、

似是而非的表述，但将其解释为不能自行维持生计则可简单明了。依此，因退休金等

收入无法满足有尊严地生存的全部需求且因年老等原因无法合理期待其从事劳动的父

母，可以请求子女赡养。由此可见，通过此种解释，既可使不同类型的扶养义务具备秉

要执本的体系化效应，也可使针对不同类型请求扶养条件的诸多争议得以解决。这一解

释在比较法上也可找到佐证。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1602 条第 1 款规定：“只有不能

自行维持生计的人才有受扶养权”；(42)《法国民法典》第 205 条规定：“子女在父、母或其

(36) Vgl. Langeheine,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Band 10, 9. Aufl., 2024,§1602 Rn. 15.
(37) 参见杨代雄编著：《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911 页。

(38) 参见蒋月主编：《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第 3 版），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8 页。

(39) 参见前注 ⑤，范李瑛、付斌文，第 40 页。

(40) 参见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2025）豫 1722 民初 1797 号民事判决书。

(41) 参见马忆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4 页。

(42) 参见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第 5 版），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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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系尊血亲有需要时，应负赡养义务”，而确定“需要”的标准也是权利人无法自行

维持生计 (43)。

2. 义务人有负担能力

义务人有负担能力是指义务人不会因履行扶养义务而承担过于沉重的负担、作出过

度的牺牲。(44) 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在于，扶养他人的前提是，只有处于同心圆波纹中心的

个人得以自立，方能向四周辐射，要求义务人“牺牲自己、成全他人”既不现实也没有必

要。另外，从亲属扶养的立法意旨来看，如果忽略负担能力，要求没有负担能力的义务人

扶养权利人，将导致作为“兜底”的国家反而需要为义务人提供救助的悖论。职是之故，

《民法典》第 1059、1067 条关于夫妻和父母子女之间扶养义务的规定没有包含“义务

人有负担能力”这一条件属存在法律漏洞，应通过目的性限缩对其予以填补。《民法典》

第 1074、1075 条关于（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扶养的条件中，对父母或

子女“无力抚养”或“无力赡养”的规定也可支持该观点。

义务人负担能力的判断标准，因义务人所应履行的扶养义务是生活保持义务还是生

活扶助义务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前者，义务人是否有负担能力的判断标准是义务人在维

持自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即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客观标准）后是否有剩余的经济能

力，申言之，生活保持义务要求权利人以义务人的生活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维持，只

要不危及自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即使因此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应予扶养；如果是后

者，义务人是否有负担能力的判断标准则是义务人在保持与自己地位相当的生活水平的

前提下，是否仍有剩余的经济能力。(45) 笔者认为，对不同类型扶养中义务人负担能力的判

断应采不同标准。基于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处于核心位置的夫妻之间的扶养、父

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应为生活保持义务，换言之，《民法典》第 1059、
1067 条的扶养义务人有负担能力是指义务人在维持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后仍有经济

能力履行扶养义务。而对关系相对较远的，如（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抚养、（外）

孙子女对（外）祖父母的赡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则应为生活扶助义务，即《民法典》

第 1074、1075 条的扶养义务人有负担能力是指义务人在保持与自己地位相当生活水平

的前提下仍有经济能力履行扶养义务。如若不进行此种限制，则与差序格局中亲属身份

的远近亲疏关系不符，且可能对扶养义务人施加不合理的负担。

3. 义务人与权利人关系最近

基于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扶养义务应当首先由与权利人关系最近的义务人负

担。只有当没有关系更近的义务人（包括已死亡）、关系更近的义务人没有负担能力，或

者关系更近的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后仍无法满足权利人的合理需求时，才由关系相对较

远的人负担扶养义务。

据此，在要求关系相对较远的（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负担扶养义

(43) 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44)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莳译，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26-527 页。

(45) 参见余延满：《亲属法原论》，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25-5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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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民法典》第 1074、1075 条规定了额外的附加条件。该规定总体上差强人意，但

仍然存在需要填补的漏洞。其一，《民法典》第 1074 条第 1 款、1075 条第 1 款规定的

扶养权利人仅限于未成年人，遗漏了不能自行维持生计的成年人。基于平等原理，在不

能自行维持生计方面与未成年人具有相似性的成年人应被同等对待，也可类推适用《民

法典》第 1074 条第 1 款、1075 条第 1 款。与之相应，《民法典》第 1074、1075 条规

定的附加条件均只考虑了核心亲属身份关系中纵向的父母子女关系，而忽略了成年人横

向的夫妻关系，故应在所有附加条件中加入对与权利人关系更近的配偶情况的考察。其

二，《民法典》第 1074、1075 条将附加条件表述为关系更近义务人已死亡或无力扶养，

应将其目的性扩张为没有关系更近的义务人（包括已死亡）、关系更近的义务人没有负

担能力，或者关系更近的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后仍无法满足权利人的合理需求。其三，

《民法典》第 1075 条第 2 款关于弟、妹对兄、姐的扶养还额外增加了“由兄、姐扶养长大”

的附加条件，言下之意，似乎弟、妹对兄、姐的扶养系基于互惠回报的理念，倘若弟、妹不

是由兄、姐扶养长大，则弟、妹无需履行扶养义务。但根据亲属扶养的基础理论，亲属间

的相互扶养并非基于一对一的互惠回报，而是身份伦理使然，且将兄、姐和弟、妹进行区

别对待并无充分的正当性。由是观之，“由兄、姐扶养长大”这一条件可以删除。

（二）亲属扶养的顺位

扶养关系中可能存在多个扶养义务人或多个扶养权利人，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扶养

义务人或扶养权利人彼此之间的先后顺序尤为重要。

1. 多个扶养义务人

同一权利人针对多人有扶养费给付请求权，则多个义务人之间应有履行义务的顺

位之分。对此，《民法典》除了规定（外）祖父母、（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劣后于父

母子女以外，其他规定几乎付之阙如。以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为基础，在同心圆波

纹中与中心关系最近的配偶应为第一顺位的扶养义务人，父母和成年子女为第二顺位，

（外）祖父母、成年（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为第三顺位。(46)

如前所述，扶养义务应首先由第一顺位的义务人履行，无第一顺位的义务人、第一

顺位的义务人没有负担能力或第一顺位的义务人履行扶养义务后仍无法满足权利人的

合理需求的，则由第二顺位的义务人履行，依次往下顺延。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如果

存在前顺位有负担能力的扶养义务人，而后顺位义务人事实上向权利人给付了扶养费，

则存在管理前顺位义务人事务之意思的后顺位义务人（即后顺位义务人知道其给付扶

养费涉及前顺位义务人的利益，且具有使这种管理利益归于前顺位义务人并服从其指

示的意思 (47)）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979 条第 1 款向前顺位义务人主张无因管理人的请

(46) 赞同配偶先于父母子女为第一顺位扶养义务人的观点，参见汪洋编著：《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中国民主法

制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10 页；反对观点，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1 页。

(47) 参见金可可：《〈民法典〉无因管理规定的解释论方案》，载《法学》2020 年第 8 期，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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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48) 倘若后顺位义务人并无管理他人事务之意思，则只能考虑向前顺位义务人主张

《民法典》第 985 条规定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该路径可能因后顺位义务人系“为

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而受阻。(49) 同样，后顺位义务人向权利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

请求权也可能因这一原因受阻。

通常情况下，同一顺位的义务人应当负担按份债务，(50)且其份额应根据义务人的负担

能力确定 (51)；义务人负担能力相当的，则份额相同。在行使扶养给付请求权时，权利人可

以同时起诉多个义务人，也可以起诉任一义务人，每个义务人在其份额内独立地负担债

务。(52) 同一顺位的多个扶养义务人应负担按份债务而非连带债务的原因在于，连带债务

与按份债务的根本区别是债务不能清偿的风险究竟分配给哪一方，连带债务中任一债务

人都可能被要求负担全部债务，而扶养是个人基于自己与权利人之间的亲属身份关系而

对其负担的义务，同一顺位义务人负担的数个扶养债务是相互独立的，每个人仅须负担

自身相应部分的债务。如果同一顺位的义务人负担的是连带债务，就可能导致负担能力

较强的义务人不仅对外可能需要负担全部债务，对内还需要负担较多的债务份额，存在

对其施加过重负担之嫌。存在例外情况的是，如果同一顺位的义务人为夫妻关系，例如，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债务、（外）祖父母对未成年孙子女的抚养债务，则义务人应

负担的债务为连带债务。鉴于夫妻婚姻共同体的特殊性，向夫妻双方的共同扶养权利人

履行扶养义务产生的债务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畴，(53) 双方对此应承担连带债务。

值得一提的是，因配偶为第一顺位的扶养义务人，对《民法典》第 1067 条第 1 款关

于不能自行维持生计的成年子女请求父母抚养和第 2 款关于父母请求成年子女赡养的

规定均应当进行漏洞填补。前者以未成年子女为主要考虑对象，忽略了不能自行维持生

计的成年子女可能已结婚的情况；后者精细化不足，将“父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

处理从而忽略了配偶扶养的情况。因此，对《民法典》第 1067 条规定的成年子女和父

母作为扶养权利人的情形，应通过目的性限缩，增加配偶已死亡或没有负担能力的要件。

2. 多个扶养权利人

同一义务人针对多人有扶养义务，则多个权利人之间也应有顺位之分。笔者认为，

依亲属身份的差序格局，结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应以未成年子女为第一顺位的扶

养权利人，配偶为第二顺位，父母和成年子女为第三顺位，未成年的（外）孙子女和弟、

妹为第四顺位，（外）祖父母、成年（外）孙子女和其他兄弟姐妹为第五顺位。

(48) 参见吴训祥：《〈民法典〉第 979 条（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与管理人的请求权）评注》，载《法学家》2022 年第 6 期，

第 177 页。

(49) 参见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33 页。

(50) 参见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21）苏 0681 民初 7728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潢川县人民法院（2025）豫 1526 民初

2579 号民事判决书。

(51) 类似的规定，比较法上可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606 条第 3 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115 条第 3 款等。

(52) 参见袁琳：《多数人之债的诉讼构造与程序规则》，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6 期，第 1547 页。

(53) 参见缪宇：《走出夫妻共同债务的误区：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为分析对象》，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

1 期，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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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义务人的负担能力不足以向所有权利人履行义务时，一般顺位在前者优先得到满

足，同一顺位的权利人应根据其合理需求（包括日常生活、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的需求）

按比例获得扶养费。特殊情况下，在同一顺位的权利人中如果某人存在具有重大紧迫性

的需求，例如与权利人生命健康直接相关的医疗需求，则此种需求应当在不危及同一顺

位其他权利人基本生存的前提下优先得到满足。

（三）亲属扶养的法律效果

满足扶养条件的权利人可以请求给付扶养费。就扶养费的给付数额，《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

庭编解释（一）》）第 49 条第 1 款规定，“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

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该规定也可类推适用于所有扶养费的

给付，在个案中结合这三项因素进行全方位的综合判断，在扶养权利人和义务人之间进

行适当的平衡。对权利人的实际需要和义务人的负担能力的考量一般应优先于对当地

实际生活水平的考量，申言之，如果权利人的实际需要较高且义务人的负担能力较强，则

给付超过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扶养费是合理的；反之，则不宜要求义务人必须给付超过

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扶养费。如果权利人的实际需要和义务人的负担能力无法被准确

查证时，则适用当地实际生活水平标准确定扶养费的数额。(54)

再进一步而言，基于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就扶养义务为生活保持义务的夫妻

之间的扶养、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而言，即使给付扶养费会降低义务人

原本的与其地位相当的生活水平，扶养费的给付数额也应足以使义务人和权利人的生活

水平保持一致，但无需使权利人的生活水平高于义务人；就扶养义务为生活扶助义务的

（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抚养、（外）孙子女对（外）祖父母的赡养和兄弟姐妹

之间的扶养而言，扶养费的给付则不应使义务人原本与自己地位相当的生活水平降低。

扶养费的给付方式同样应依个案情形，综合考量后确定。一般而言，扶养费应定期

给付，如以年、季度或月为单位进行给付；只有在定期给付确实不方便、有风险或者可能

引发纠纷的情况下，有条件的义务人方可一次性给付。原因在于，权利人的扶养需求是

动态发展的，一次性给付往往难以涵盖所有扶养费数额；此外，在权利人在未花费完扶养

费前死亡、扶养费被权利人或其他人挥霍等情形下，一次性给付有引发新的矛盾之虞。(55)

最后，应予指出的是，《民法典》第 196 条明确规定，扶养费给付请求权不可援引诉

讼时效抗辩权，其立法理由在于保护扶养权利人的生存利益、彰显公序良俗的要求和保

障弱势群体权益的理念。(56) 从亲属扶养的立法意旨看，该规定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家庭在

个人抵御风险中的作用、纾解国家福利负担，同时防止扶养义务人的悖信行为，帮助其塑

造健全的人格。而且，鉴于我国立法规定的扶养制度源于亲属身份伦理而非建立于互惠

(54) 参见前注 ㉟，夏江皓文，第 71 页。

(5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21 年版，第 456 页。

(56) 参见杨巍：《〈民法典〉第 196 条（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评注》，载《南大法学》2022 年第 2 期，第 162-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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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理念的基础之上，扶养义务人不能以扶养权利人在过去没有对自己履行扶养义务作

为抗辩事由。以父母子女关系为例，父母向成年子女请求给付赡养费时，子女不能以自

己未成年时父母没有给付抚养费为由予以拒绝。(57) 同样地，父母也不能以子女残疾、将来

无法赡养父母为由拒绝履行对其的抚养义务。(58)

四、亲属扶养与夫妻财产关系

亲属扶养义务的履行不仅涉及身份关系，也必然伴随着财产支出，而夫妻关系在亲

属身份差序格局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职是之故，探析亲属扶养与夫妻财产关系的规范

协调至关重要。在夫妻关系和谐时，双方往往通过协商解决与履行扶养义务相关的问题；

而夫妻关系陷入危机或破裂之时则需要法律的介入干预。(59) 特别是在我国法定夫妻财产

制是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以下简称“共同财产制”）的背景下，扶养义务的履行与夫

妻债务、离婚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及离婚协议之间会产生一系列制度联动。鉴于此，

有必要就亲属扶养与上述各类夫妻财产关系规范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剖析。

（一）亲属扶养与夫妻债务

在夫妻履行扶养义务时，一种想当然的观点是直接把夫妻双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

考虑。然而实际上，夫妻双方作为独立的主体均有其各自的扶养权利人，根据《民法典》

第 1067、1074、1075 条的规定，只有夫妻双方共同的子女、（外）孙子女是其共同的扶

养权利人，而夫妻一方自己的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外）孙子女等仅

具有姻亲关系的人不是其配偶的扶养权利人。那么，对于夫妻一方的扶养权利人，应当

用何种财产给付扶养费？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确定向自己的扶养权利人给付扶养费产生的债务究竟为夫妻共

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首先，从理论层面说，亲属扶养源自亲属身份伦理，在我国传统

的同居共财制解体之后，对亲属的扶养并非当然的以家庭为单位、以家庭共同财产为基

础，而是个人基于以自己为中心向外呈同心圆波纹扩展的身份关系产生的义务。将此

种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相当于让配偶承担了其本不应当承担的身份义务。其次，

从规范层面说，此种债务无法归属于《民法典》第 1064 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范围，因为严格来说，此种债务很难被认为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夫妻共同生活”。

虽然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 17 条曾明确将“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但该规定并未被《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吸纳。最后，从现实效果层面看，将此

(57) 参见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2021）辽 0283 民初 7045 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2015）鄂

黄石港民一初字第 00168 号民事判决书。

(58) 参见刘征峰：《家庭关系法律适用和续造的抽象界限》，载《法学》2024 年第 6 期，第 99 页。

(59) 参见夏江皓：《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62-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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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会对配偶一方不当施加过重的负担。(60) 综上，向自己的扶养

权利人给付扶养费产生的债务应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当然，夫妻对彼此负担的扶养

费给付债务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属夫妻共同债务。

在夫妻双方采分别财产制时，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履行以债务人自己的财产清偿即

可，需要探讨的情形集中于采共同财产制之时。具言之，在共同财产制下，夫妻一方个人

债务的责任财产应为其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中的潜在份额，先以个人财产清偿，个人财

产不足的再以共同财产中的潜在份额清偿。但问题在于，在对共同财产进行执行时，对

财产享有共同共有权的非举债配偶一方如何得到保障？换言之，在执行程序中能否通过

直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来执行个人债务？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在于，因执行一方

的个人债务而随意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与《民法典》第 303 条共同共有的分割事由及作

为夫妻共同财产制之法理基础的保障夫妻物质生活、维系夫妻关系稳定均有悖。正因如

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 12 条因

使得不是被执行人的配偶一方被动陷入执行而饱受诟病。(61) 由此，只有当存在《民法典》

的明确规定时，方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对此，《民法典》第 1066
条第 2 项规定，夫妻一方在其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

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时，可以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该规定实际上系在保护夫妻共

同财产、维系夫妻关系稳定与保护夫妻一方的扶养权利人这两种价值之间进行平衡后，

将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限于扶养权利人患重大疾病。从亲属扶养制度纾

解国家福利负担、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意旨出发，结合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可以

考虑对《民法典》第 1066 条第 2 项进行目的性扩张，将未成年法定抚养权利人的教育费、

医疗费和生活费等抚养费囊括在内。易言之，夫妻一方向其自己负有抚养义务的未成年

人给付抚养费，另一方不同意的，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当然，如果夫妻一方已经

以夫妻共同财产向其自己的扶养权利人给付了扶养费，则配偶可以要求其对夫妻共同财

产予以补偿。(62)

（二）亲属扶养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学界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民法典》第 1090 条）的立法意旨有两种诠释，离婚经

济帮助的具体标准和数额也会因对立法意旨的诠释不同而不同。第一种观点认为，离婚

经济帮助是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在离婚后的延续，属于一种离婚后的扶养；(63)第二种观点

认为，离婚经济帮助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结束派生出来的一种社会道义责任，是对生活困

难一方予以经济保障的善后和救助措施(64)。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恰当，这也是司法实

(60) 参见刘征峰：《夫妻债务规范的层次互动体系——以连带债务方案为中心》，载《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93 页。

(61) 参见任重：《民事诉讼法教义学视角下的“执行难”：成因与出路——以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为中心》，载《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3 期，第 44-45 页。

(62) 参见缪宇：《美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研究——以美国采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州为中心》，载《法学家》2018 年第 2 期，第

18 页。

(63) 参见杨大文、龙翼飞主编：《婚姻家庭法》（第 8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52 页。

(64) 参见薛宁兰：《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的功能定位与理解适用》，载《妇女研究论丛》2020 年第 4 期，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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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通常采用的观点(65)。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产生于夫妻的身份关系，婚姻关系结束意味

着身份关系不复存在，那么源于这种身份关系的扶养义务自然也应随之消灭。

采第一种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都为维持婚姻共同

体作出了贡献，其中包括个人的自我牺牲，例如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自己的工作，因此婚

姻关系结束时若一方生活困难则另一方应当予以帮助，因为不能排除一方的生活困难可

能是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了家庭利益而放弃个人发展机会所造成的。(66) 此种观点看

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一方面，从亲属扶养的理论基础来看，扶养义务源自身份关

系本身，至于是否是因权利人自我牺牲而导致其有扶养需求则在所不问；另一方面，此种

观点忽略了不同离婚救济制度之间的体系关联，《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的离婚家务

劳动补偿制度完全可以将弥补一方为婚姻共同体作出的贡献囊括在内。展开来说，相较

于原《婚姻法》第 40 条，《民法典》第 1088 条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由仅适用于夫妻采

分别财产制的情形扩展至适用于所有情形。离婚时一方应当对另一方进行的家务劳动

补偿一般既包含对另一方为婚姻共同体作出的无形贡献（家务劳动）的补偿，也包含对

另一方因承担家务劳动而导致的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减损的补救。《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家庭

编解释（二）》）第 21 条规定，适用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时应“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

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因素，确定补偿数额”也可作为佐证。更进一步，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数额因夫妻采分

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而有所区别，因为以夫妻协力理论为基础的后者一定程度上包含

了对一方无形贡献的补偿。由上可知，对一方为婚姻共同体作出贡献的补偿应当由离婚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而非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来承担。概言之，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并不延

续到婚姻关系结束之后，夫妻扶养、离婚经济帮助和离婚家务劳动补偿三项制度各司其

职，承担着不同的制度功能，应防止因功能重叠带来的体系混乱与重复评价。

（三）亲属扶养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民法典》第 1091 条将夫妻一方遗弃（即拒绝履行扶养义务）家庭成员作为离婚

时另一方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然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自创设以来（原

《婚姻法》第46条首次规定）就饱受诟病，(67)亲属扶养与之简单结合更是引发了不少争议。

多数观点将离婚损害赔偿界定为侵权责任，其中又包括离婚损害赔偿和离因损害赔

偿两种解释。前者认为损害是离婚本身造成的，实乃已被现代社会摒弃的“过错离婚主

义”之产物。后者认为当夫妻一方的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的侵权行为时（例如，因伤害

行为侵害对方的生命权、身体权等），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权益侵害的损害赔偿，(68)

(65) 参见陈宜芳、吴景丽、王丹：《〈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25 年第 3
期，第 39 页。

(66)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0 页。

(67) 参见王胜明、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41 页。

(68) 参见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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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理论上更具说服力。基于离因损害赔偿的观点，需进一步明确《民法典》第 1091
条中被遗弃的家庭成员应当如何界定。倘若认为被遗弃的家庭成员是过错方的家庭成

员，那么困境在于，为何行为人不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如前婚子女、父母等）履行扶养义

务，现任配偶（而非扶养权利人）可以向其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这显然有悖于作为扶养

义务理论基础的亲属身份伦理。倘若认为被遗弃的家庭成员是无过错方的家庭成员，则

其不合理之处在于：一方面，除了双方共同的家庭成员外，行为人对无过错配偶一方的家

庭成员本就没有扶养义务；另一方面，无过错的配偶本人被不当遗漏在外。有鉴于此，在

立法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规定之前，至少应当在解释论上对《民法典》第 1091 条第 4
项进行目的性限缩，将“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限缩为“虐待、遗弃配偶和双方共同的家

庭成员”，以使得对不履行扶养义务的惩罚更有的放矢。其中，行为人遗弃双方共同家庭

成员（如双方共同的子女）时，子女因被遗弃而遭受身体权、健康权的侵害，是受害人，

但无过错配偶一方也因此遭受严重的精神痛苦，故而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扶养费给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即使夫妻双方离

婚，之前符合法定条件的权利人仍然可以向义务人追索扶养费。如果离婚时不履行夫妻

扶养义务的一方已经向另一方进行了离婚损害赔偿，则在之后进行扶养费给付时，应当

注意其与离婚损害赔偿的体系考量。质言之，假设离婚损害赔偿中已经包含了因遗弃造

成扶养权利人健康权、身体权等受到侵害的财产损害赔偿，例如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

等，则应当给付的扶养费中至少应当将这部分费用予以扣除。

（四）亲属扶养与离婚协议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3 条规定了在采共同财产制的夫妻双方离婚并签订了

离婚协议时，离婚协议中的共同财产分割条款对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参照适用。适用该

条时一个需要仔细辨别的问题是，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是否构成诈害行为。离婚

协议具有较强的身份性和伦理性，对于离婚财产分割是否构成无偿处分或者以明显不合

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不能简单以双方是否均等分割作为参考标准。且离婚协议往往系包

含了多项内容的“一揽子协议”，离婚财产分割条款可能与其他条款之间紧密关联。正

是基于此，《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3 条也明确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

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来进行判断。例如，如果离婚

协议约定，作为债务人的非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净身出户”或者只分得极少的夫妻共

同财产，但其今后无需再向双方共同的子女给付抚养费（暂不考虑其他条款），即该方以

放弃共同财产份额的方式履行给付子女抚养费的身份伦理义务，那么，此时对于此种财

产分割条款是否构成诈害债权就需要谨慎对待，应具体结合抚养费的给付数额来分析。

以上文所述的扶养费数额为标准，如若离婚协议约定债务人一方放弃的其应当分得的共

同财产数额过分高于其应当给付的抚养费数额，则超出部分可能构成诈害债权；反之，如

若超出应当给付的抚养费数额并未达到畸高的程度，则出于父母子女的身份伦理及对未

成年人利益的保护，不宜将其认定为诈害债权。

此外，尽管《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3 条的调整对象系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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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条款完全没有参照或类推适用债权人撤销权相关规范的余地。

例如，离婚协议中的子女抚养费给付条款也可考虑根据上述方法判断是否存在构成诈害

债权的可能性。

五、亲属扶养的奖惩机制

亲属扶养作为身份法的重要制度，其影响范围远超单纯的扶养义务，还辐射到了

《民法典》的诸多其他制度，呈现出显著的联动效应。要言之，《民法典》的一些规范规

定了对扶养的相应“奖励”和“惩罚”机制，从而多方位地鼓励源自身份伦理的亲属互

助，践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的要求。由此，在研

究亲属扶养时，不能仅将其作为一项孤立的法律制度，而应当将其置于《民法典》的宏

观体系中进行探讨，如此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在不同场景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而搭建起

价值融贯的亲属扶养体系。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围绕《民法典》相关规定在理论和实

务中争议较大者举例展开讨论。

（一）亲属扶养的惩罚机制

《民法典》中的扶养惩罚机制包括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民法典》第 663 条）、继

承权的丧失（《民法典》第 1125 条）和法定继承时少分或不分遗产（《民法典》第 1130
条）等。其中，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在解释和适用上存在诸多尚待厘清的问题。

《民法典》第 663 条规定了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其立法意旨是基于社会道德和伦

理的考虑，对受赠人忘恩负义行为的一种惩罚，以否定受赠人保有赠与标的的权利。(69)

其中，第 1 款第 2 项将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作为赠与人行使法定撤

销权的事由之一，以对此种行为实施惩罚。

诚然，《民法典》第 663 条第 1 款第 2 项并未要求不履行扶养义务达到严重的程

度，但从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至少应当将轻微不履行扶养义务的情形予以

排除。(70) 首先，就目的解释而言，对受赠人忘恩负义行为的惩罚也应当考虑赠与人与受赠

人利益的平衡，虽然赠与合同具有无偿性，但赠与合同的成立也会给受赠人的法律地位

带来改变，对受赠人的信赖予以一定的保护是诚信原则的体现。(71) 由此，考虑到对受赠人

利益的适当平衡，对其轻微不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不应适用法定撤销权。其次，就体系

解释而言，《民法典》第 663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的撤销事由为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

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基于体系一致性的考虑，对第 2 项的不履行扶养义务

也应进行一定的程度限制。典型的场景如受赠人只是不对赠与人进行身心扶助，但已通

(69) 参见周江洪：《典型合同原理》，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19 页。

(70) 《德国民法典》第 530 条第 1 款规定：“受赠人因对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的严重冒犯而实施重大忘恩行为的，赠与可

以被撤回。”参见前注 ㊷，陈卫佐译注书，第 217 页。

(71) 参见尹志强、马俊骥：《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忘恩负义”之构成——〈民法典（草案）〉第 663 条第 1 款第 1 项的规范

分析》，载《广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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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给付扶养费的方式进行了替代履行；或者受赠人没有及时向赠与人给付扶养费，但过

后将其补上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等，这些均不应适用《民法典》第 663 条第 1 款第 2 项的

规定。此外，扶养义务源自亲属身份伦理，对受赠人不履行扶养义务这种忘恩负义行为

的惩罚也系基于道德伦理的考虑，因此，赠与人的法定撤销不要求受赠人不履行扶养义

务欠付的扶养费数额与受赠标的具有价值相当性。

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实践中关于父母在子女结婚后为子女买房的争议。《婚姻家

庭编解释（一）》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照《民法典》第 1062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处理，此类房屋应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就《民法典》第 663 条

第 1 款第 2 项的适用而言，对作为赠与人的父母负有赡养义务的实际上仅有子女本人，

因而应依子女婚姻所采财产制分情况讨论：在子女与其配偶采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没

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父母为子女买房被认定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子女对父母不履

行赡养义务是指子女既不以个人财产给付赡养费，也不以共同财产（其潜在份额）给付

赡养费，作为对受赠房屋共同享有所有权的配偶一方如果不同意另一方以共同财产给付

赡养费，则父母撤销赠与也不存在对子女配偶的不公平；在子女与其配偶采分别财产制

的情况下，《民法典》第 1062 条和《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29 条第 2 款没有适用

余地，房屋应为子女个人所有，子女对父母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处理也相对直观。

（二）亲属扶养的奖励机制

亲属扶养的奖励机制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中均有体现，以下将就其中

部分规定的典型情形进行详细阐释。

1. 婚姻家庭编中的扶养奖励机制

婚姻家庭编中的扶养奖励机制包括继父母子女间的扶养奖励（《民法典》第 1072
条）、养父母子女间的扶养奖励（《民法典》第 1118 条）和抚养子女较多的夫妻一方获

得离婚家务劳动补偿的奖励（《民法典》第 1088 条）等。其中，涉及继父母子女间扶养

奖励的争议较多，值得深入讨论。

继父母与继子女为姻亲关系，继父母对继子女本来没有源自亲属身份伦理的抚养

义务，但为加强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使继子女能够更好地融入重组家庭，《民法典》

第 1072 条第 2 款规定，继父母可以通过对未成年继子女进行较多事实上的抚养教育而与

继子女成立拟制血亲关系，无特殊情况则“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谓较

多抚养教育，是指与继子女的生父 / 母相比较，继父 / 母进行了主要的抚养教育，而不只

是弱式意义上的辅助生母或生父一方进行抚养教育，(72) 以此对拟制血亲关系的成立进行

相对严格的限制。《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8 条规定，应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

综合考虑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履行家庭教育职责、负担抚养费等因素进行判断。

继父母抚养继子女可收获奖励，易言之，通过拟制获得了如同生父母般身份的继父

(72) 参见夏江皓：《〈民法典〉第 1072 条（继父母与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评注》，载《法学家》2023 年第 6 期，第

182-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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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可以向成年继子女主张赡养请求权。此时，成年继子女的赡养义务源于其与已成立拟

制血亲关系的继父母的身份伦理，而非对继父母抚养自己的互惠回报，所以成年继子女

对继父母的赡养与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不是对等交换，例如，成年继子女不能以其未

成年时继父母只对其进行了五年的抚养为由，拒绝对继父母进行五年以上的赡养。另

外，即使继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解除，此种赡养奖励也不会落空，《婚姻家庭编解释

（二）》第 19 条第 2款规定继父母关系解除后，符合法定条件的继父母仍然可以请求成

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但此种给付并非基于身份伦理的赡养义务（因为关系已解除），而

是基于互惠回报的理念，要求继子女对继父母曾经进行的抚养进行相应的回报，因此需

要考虑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情况等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可能考虑到此时继子女

对继父母没有赡养义务，故《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 19 条第 2 款的表述为“请求……

给付生活费”，但依据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可知，其范围显然过窄，继父母请求成年继子

女给付医疗费等必要需求的费用也可类推适用该款。另外，继父母子女间的扶养因素还

会对其继承关系产生影响。

2. 继承编中的扶养奖励机制

在《民法典》继承编中对扶养的奖励最突出的体现为分得遗产资格的取得，即通过

对被继承人进行较多事实上的扶养，行为人可能成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民法典》

第 1129 条）或者酌分遗产请求权人（《民法典》第 1131 条）。《民法典》第 1129 条规定，

丧偶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丧偶

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实际上没有赡养义务，因此严格来说，《民法典》第 1129 条的

表述应删去“义务”二字，表述为“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进行了主要赡

养”。丧偶儿媳、女婿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是“扶养事实对弱身份关

系的补强”(73)，也就是说，在这种场景下，对扶养“互惠回报式的奖励”并非最重要的目的，

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扶养对丧偶儿媳、女婿与公婆、岳父母这种特殊身份关系补强后获得

奖励。儿媳、女婿与公婆、岳父母的子女结为差序格局中最核心的夫妻关系，且夫妻关系

的结束不是因为双方感情的破裂，而是一方的死亡，儿媳、女婿“代替”原配偶继续赡养

其父母，公婆、岳父母也在儿媳、女婿的身上寄托对其子女的哀思。正是基于此，如果夫

妻双方离婚，对公婆、岳父母进行了主要赡养的儿媳、女婿则无法成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

承人，而只能依据《民法典》第 1131 条成为酌分遗产请求权人。

对扶养的奖励还体现在对继承份额的影响上。根据《民法典》第 1130 条，同一顺

位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

人可以多分遗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

解释（一）》（以下简称《继承编解释（一）》）第 19 条，对被继承人生活提供了主要经

济来源，或者在劳务等方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其中，

(73) 李贝：《中国继承法中的扶养考量：功能与局限》，载《中外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1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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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务方面给予主要扶助”包括继承人没有负担能力但对被继承人给予主要身心扶助

的情形。

一个须追问的问题是，如果丧偶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进行了主要赡养而成为

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那么在与其他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分割遗产时，其能否因进

行了主要赡养而多分遗产？与之类似的问题同样出在酌分遗产上。《继承编解释（一）》

第 20 条规定，酌分遗产的份额按具体情况可以多于或少于继承人，最高人民法院对其的

解释是，具体情况主要是指扶养情况，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扶养时间较长、付出较

多则应当多分。(74) 那么，因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而享有酌分遗产请求权的人，能否再因

扶养较多而多分遗产？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对扶养的奖励不宜过当，通过对被继承人进

行扶养的事实已经获得了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资格的丧偶儿媳、女婿以及获得了酌分遗

产请求权的人，一般不能因同一事实在遗产分割的份额上再得到重复的奖励。在解释上，

可以从《民法典》第 1130 条第 3 款和《继承编解释（一）》第 20 条“可以”而非“应当”

多分的表述入手，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即不应予多分。

此外，需要特别探讨的是扶养因素在继父母子女继承关系中的影响。《民法典》

第 1072 条第 2 款规定的“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并不包含父母子女继承

关系的规定，因为《民法典》第 1127 条第 3、4 款的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根据《民

法典》第 1127 条第 3、4 款，继父母和继子女相互享有继承权的条件是“有扶养关系”，

也就是说继父母和继子女相互享有继承权是基于姻亲关系下的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75)

而非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成立了拟制血亲关系。申言之，继子女继承继父母遗产的条件

是继子女对继父母进行了赡养，继父母继承继子女遗产的条件是继父母对继子女进行了

抚养，否则就不应享有继承权。如若不进行此种解释，则对扶养的奖励可能会演变为惩

罚。典型的例子是，依据《民法典》第 1072 条第 2 款成立拟制血亲关系的继子女成年

后未对继父母履行赡养义务，但却依然能够继承继父母的遗产。

六、结 语

作为一项古老又历久弥新的制度，亲属扶养连接着身份法与财产法，连接着《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与其他各编，也连接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源自传统身份伦理的扶养

义务以亲属身份关系的差序格局为基础，在当代中国家庭结构核心化、双轴化的背景下，

承载着在亲属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进行义务再分配以及培养合格社会公民、关爱

弱势群体的制度功能，展现出了应对社会变迁的强大生命力。亲属扶养制度的发展与完

(7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继承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8 页。

(75) 参见王丹：《继父母子女关系中的若干实践问题——以〈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 18 条和第 19 条为中心》，载

《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 1 期，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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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不仅是法律技术层面的精进，更是对人性关怀与伦理秩序的深刻回应。对亲属扶养

的考察需要秉持系统融贯的思维，将其置于整个《民法典》的体系之中，遵循理论基础

的指引，分析不同类型的扶养义务和扶养因素在其他规范中的影响，通过对分散规范的

体系化梳理、解释与续造，填补规范漏洞、促进规范协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发展进程之中，形成了一幅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卷。本文的意义不仅是为《民法典》中亲属扶养相关规范的解释和适用提

供理论支撑，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进行创新性传承与发展的一次尝试。“中国的

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在‘势’上，并且亦在‘理’上必有与当有的发展。”(76) 尽管

传统与现代之间不乏张力与博弈，但作为民众集体记忆的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在历史的沉

浮消长中得以生根发芽并成长为参天之树，如此方能成就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特叙事，锻

造出既契合民族精神、又具有实践理性的规范体系。这正是婚姻家庭法肩负的时代使命。

Abstract: The maintenance obligation between relatives originates from identity ethics, 
and an individual’s position within the identity relationship determines the content of the 
obligations they shall perform. Therefore, a mainte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constr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fferential order of kinship status. In the 
differential ord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kinship identity relationships, the closest is 
the spousal relationship, followed by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se two, intersecting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form the core of an individual’s kinship identity relationships. 
Next 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and between siblings. 
The conditions, priority order, and legal effects of kinship maintenance shall all be guided 
by the foundational theory of maintena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maintenance obligations 
and the norms governing spousal property relations, including spousal debts, post-divorce 
economic assistance, divorce damages, and divorce agreements, shall also be elucid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intenance. To encourage kinship 
maintenance,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a ‘reward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maintenance. 
The exploration of kinship maintenance requires a systematic and coherent approach, situating 
it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Civil Code, so as to manifest the beneficial influence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he modern rule of law.

（责任编辑：任  彦）

(76) 前注 ⑧，金耀基书，自序第 6 页。


